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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法中的选法意外规制

 黄  晖*

摘 要:不确定性是冲突法作为间接调整方法的内在属性,选法意外则是不确定性的一种极

端形态。立法的空白、不明晰以及司法裁量的存在是选法意外的现实基础。作为冲突法理性之

治产生的非理性结果,选法意外合法但不合理。选法意外应被规制,因其挑战了选法的纯粹理

性、违背了立法的规范理性、削减了司法的实践理性并减损了主体的期待理性。由于选法意外是

合法的,因此现有针对违法性问题设置的制度安排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矫正;也因其独特性,故现

有针对合理性问题设计的制度安排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救济。为否定极端选法,排除最不合理的

选法结果,有必要构建选法意外的规制方案。选法意外与冲突法具有共生关系,无法完全切割,
相对合理且现实的对策是从原则、制度与规则3个层面进行限制,综合构建选法意外的阻断安

排,将冲突法的选法结果限定在最不坏的选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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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法情形下,通过法律选择解决法律冲突是一个不确定的“走钢丝”般的过程。① 这种

不确定性的极端形态就是选法意外。由于选法意外并不涉及合法性问题,且呈现出与现有合理

性问题不同的独特形态,因此在现有针对合法性问题进行矫正和针对合理性问题进行救济的制

度安排中尚无有效应对方案,亟须另辟蹊径。

一、冲突法中选法意外规制问题的提出

(一)选法意外

有关涉外遗嘱效力问题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

《法律适用法》)第33条以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的形式列举了4类可供适用的法律。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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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遗嘱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对案涉遗嘱的效力发生分歧,一方当事人援引遗嘱人立遗嘱时的经

常居所地法请求确认遗嘱有效,另一方当事人则援引遗嘱人死亡时的国籍国法请求确认遗嘱无

效。此时,法官应如何适用法律? 答案是清晰的,法官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可在4类法律中

任择其一适用。据此,法官无外乎在当事人争讼中或争讼外的法律中进行选择。这两种选择均

无违法之处,但如果法官跳出当事人争讼的法律而在该规范的系属内另行选法,那么将构成合法

但不合理的选法意外。对于此种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对法官选法广泛授权而可能造成的选法

意外,现有立法与司法并无有效举措,严格而言,此种选法意外并不在现行立法与司法的规制范

围内。这是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带来的选法合理性问题。有学者主张,由法官考虑个案中的

实体正义和公共政策来选择应当适用的连结点,不能完全无条件地自由裁量。① 该观点在法理

上值得肯定,但在实在法机制中则与立法要旨相悖,如果立法旨在为此类选法确定一个次序,那
么在冲突规范的立法构造上就会考虑授权当事人选择,或赋予“有利于××”的特定结果等条件。
既然立法有精确实现其选法意向的立法技术,那么在其明确选择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的情形

下,只能合理解释为立法授权法官在若干法律体系中自由裁量。简言之,从立法原旨角度看,无
法从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中推出选法条件。

(二)选法意外规制问题的提出

试图在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指向的若干法律体系中明确一个标准、制定一条附加的规则,
可能会偏离立法意图。否则,立法设置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即无必要。对于涉外遗嘱效力的

法律适用,假设法官在4种法律体系中确实做到了“无条件”选法,那么其选法结果能否得到无条

件的赞同? 特别是考虑案涉的若干具体情形,如双方当事人各执一法或共执一法提出主张、进行

辩论时,法官若另行选法则有些缺乏说服力。但如果进行更精细的法律适用考究,那么“当事人

援引”这一因素就值得关注,并成为影响我们对案件法律适用是否妥当的一个判断基准。
虽然无条件选法是立法之规定,但是当事人的意向或其他事实也应作为不可忽视的选法考

量因素。如此思考,法律选择就会分化出合理与否的结果:在当事人援引的一个或两个法律体系

中择一适用,相比于在当事人未主张的其他法律体系中择一适用更为妥当。这种更为妥当的理

据不是合法性标准而是合理性标准。
“当事人援引”在这里具有开示和遮蔽的双重效果:(1)开示效果。“当事人援引”的存在对立

法中所列示的4个法律体系发挥了分流作用,在当事人援引与否的法律体系之间,为法官选法提

供了一种合理性基础,产生了法律选择的开示效果。(2)遮蔽效果。“当事人援引”意味着一种在

无条件选法下的条件,这种条件即当事人意思或者法律选择的可预见性。倘若作此理解,此类因

素就可能演变为一条立法上并不存在、也不应存在的选法条件,从而在司法层面实质性地将无条

件选择性冲突规范改造为有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当事人援引”作为一个偶然性因素,遮蔽了

更深层次地影响选法的因素,即本文所指的选法意外及其规制。“当事人援引”是条件,但并未实

质改变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的无条件性。为更准确地理解选法意外,需要考察其在实践中的

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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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冲突法中选法意外的表现

(一)法无规定情形下的选法意外

涉外合同中选法条款的法律适用,在我国立法上属于法无明确规定的情形。在涉外合同中,

当事人通过选法条款确定的合同准据法仅仅是调整当事人之间合同的其他条款,还是一并调整

包括选法条款在内的所有合同条款? 如果合同准据法仅调整选法条款之外的其他合同条款,那
么选法条款应适用何种法律? 此涉及选法条款本身的法律适用问题。有学者对此作过学术检讨

并归纳出意思自治与法院地法两种主要的法律适用模式。① 由于立法对此并无规定,因此司法

实践中难免出现选法意外,“山东省威海船厂诉SCHOELLER控股有限公司案”②就是典型例

子。该案系涉外船舶建造、买卖合同纠纷,案涉船舶建造地为中国威海,合同履行地在中国境内。

被告与案外人湖北机械公司签署的合同将原告列为合同一方并约定“适用英国法律”。诉讼中原

告认为其未签章,并非合同当事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同法律关

系,应否适用法律选择条款以及在不适用的情形下应如何适用法律。受案法院认为:涉外合同当

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该法律应当是指双方当事人共同明确选定的合同发

生争议时所应适用的实体法。虽然案涉合同中有法律适用的约定,但双方之间对合同是否存在

有所分歧,此时,应视为原、被告双方对适用法律都没有选择,根据当时法律,应适用与合同有最

密切联系的法律即中国法。
受案法院将本案认定为“无合同存在,因而选法条款及其选择的法律也不存在”,其后按照查

明后的合同法律关系援引冲突规范,并适用了最密切联系条款。这就存在明显的选法意外:在有

表面证据证明含选法条款的合同存在的前提下,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不仅涉及事实认定,而且可

能涉及法律的价值判断,因此受案法院不宜径直从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角度认定合同是否存在,而
应先行确定准据法,并据此判断合同是否存在。这就进入选法条款及其法律适用问题,但我国并

无此规定,受案法院既未考虑也未检讨选法条款的法律适用,而是将其并入合同之中在事实上予

以否定后,根据查明的事实进行法律选择。此种选法意外的发生与我国立法缺乏关于选法条款

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有关。

从合理性角度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在合同中签章,但仅以未签章为根据是否就可以认

定当事人之间无合同关系? 这一问题涉及法律价值判断,本质上是一个准据法上的实体问题,需
要先择定准据法再据之判断。即便在我国合同实体法中,当事人未共同签章也并不必然导致合

同法律关系不存在。据此,在依据表面证据认定合同及其中的选法条款表面存在的前提下,应先

搁置其存在与效力的判断,根据其中的选法条款确定准据法,继而根据准据法判断合同存在与

否。如果合同存在,那么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如果合同不存在,那么根据案件事实上的法律

关系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对比而言,本案有一个急转式的意外选法。
(二)法不明晰情形下的选法意外

在阶梯选法中,当某法律关系或问题应适用“X法>Y法>Z法”时,如果前位序的法律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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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查明或者被公共秩序保留后,那么应转而适用法院地法,还是后位序法? 这在我国立法中缺乏

明确规定。此时,法官就可能根据其理解作出许多意料之外的选法,即便是为法官所熟悉的涉外

合同领域“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这一经典的选法搭配,也可能出现选法意外。在当事人有选

法但所选之法无法查明或被公共秩序保留之后,法官将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适用最密切联系地

法,二是适用法院地法进行兜底补救。

这里应当分析两条选法路径的立法预设或立法意向。“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这一选法组

合,是涉外合同领域较为合理的选法模式。其中的立法预设不言而喻,即经由意思自治所选之法

是涉外合同应首先适用的法律;在没有该法律或该法律因特定原因无法适用时,则应适用最密切

联系地法。从第二条路径看,在当事人所选之法无法查明或查无规定时,为什么要适用法院地

法,其立法意向也是清晰的,这就是无法可依时法律适用的最后救济。由此结合两条路径的立法

意向看,有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模式应当是“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法院地法”。应当指出

的是,从法条思维出发,很难说法官从意思自治之后转向法院地法进行救济一定不合法,这在本

质上应属于合理性问题。从合理性角度看,不论当事人是否选法、如何选法,在意思自治不能适

用时最合理的法律适用规则都应是最密切联系地法。鉴此,从意思自治到最密切联系之间并不

能出人意料地插入任何第三国法律,包括法院地法,除非法院地法构成最密切联系规则指向的法

律。否则,即构成选法意外,应得到相应的法律规制。

通过法理和逻辑的梳理,可以揭示司法实践出现选法意外的可能,“香港井川国际航运集团

诉华威近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与交通部上海海上救助打捞局案”①(以下简称“香港井川国际航

运集团案”)即是如此。在该案中,井川集团与华威公司自愿达成“TOWCON”格式的拖航合同,

双方约定选择英国法解决纠纷。后因分歧诉诸国内相关法院,受案法院就法律适用问题作出简

单的说理,一方面承认当事人选择的英国法有效,另一方面则以“在诉讼中双方均未能提供合乎

要求的英国法律”、外国法无法查明为根据,主张本案应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国法律。这里的核心

问题不是法院查明英国法时是否正确,而是在不能查明英国法时应如何适用法律。在英国法不

能查明时,本案不能直接转入法院地法的适用,而应循“意思自治法>最密切联系地法”的阶梯转

而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显然,在本案中,法院地法的适用属意外。如果外国法正确查明了,那
么应当适用之;如果不能正确地查明外国法,那么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在这两种情形下,均
无法院地法适用的可能。因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能查明而转向适用法院地法,这一做法应属选

法意外。

与之相同但在法律适用上却相反地展示出何谓更合理选法的案例是“华比富通银行与广东

省水利厅担保合同纠纷案”。② 该案历经两审,两审法院在选法上作出了不同选择。该案涉及的

是由广东省水利厅提供贷款担保引起的涉港担保合同纠纷。在借贷人不能依约偿还贷款时,作
为出借行的原告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担保人广东省水利厅为被告提起担保合同之

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涉港担保合同纠纷,应比照涉外案件处理。虽然华比富通

银行、广东省水利厅在担保函中约定适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但因华比富通银行擅自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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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行为违反了中国内地的对外担保审批制度,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上述行为不发生适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效力,故本案应适用

中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从这一裁判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在选法上走向了“意思自

治>法院地法”的道路,与“香港井川国际航运集团案”略有不同的是,本案当事人所选之法不是

因无法查明而不能适用,而是因公共秩序保留而被排除适用,但两案选法的法理和逻辑是一

致的。
与一审法院相反,二审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属涉港担保合同纠纷,合同当事人

可以选择法律适用。但是,适用当事人选择的外法域法律的结果不得违反中国内地的公共利益。
中国内地对国家机关提供担保有强制性规定,这些强制性规定的目的在于维护中国内地的基本

经济秩序。本案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则违反了保护中国内地公共利

益的规定,因此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不适用当事人选择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而根据最密切

联系原则适用担保人所在地法律并无不妥,应予以维持。
二审法院的选法说理与一审法院最大的不同在最后一部分:一审法院直接适用兜底的法院

地法;二审法院则是根据最密切联系地法适用了法院地法。可见,针对本案中合法但不合理的选

法意外,在现有立法中并无可供救济的渠道,二审法院的救济虽然有效,但具有偶然性。从必然

性救济角度看,只有通过确立选法意外规制安排,才能有效防范此类选法意外的出现。
(三)司法裁量中的选法意外

在法律虽有明确规定但存在解释空间时,司法裁量权的存在是产生选法意外的重要原因。
典型情形是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无单放货的识别与法律适用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

过司法解释对此予以明确之前,不同人民法院作出了合同或侵权的不同定性并出现了矛盾的法

律适用及判决。
一方面,部分人民法院将无单放货纠纷定性为涉外合同纠纷。“江苏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诉北京华夏企业货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华夏货运有限公司案”①属典型案例。在

该案中,一方当事人与案外人签署了以提单为形式的案涉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虽然在提单中列

名,但并未签章。提单背面条款载明:“承运人的责任必须依据《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
后因承运人无单放货引发纠纷,一方当事人(原告)诉诸中国法院。被告根据提单背面条款主张

适用美国法,但原告不同意。受案法院在对选法进行说理时:一方面认为,被告未能证明本案提

单是原告自愿选择适用的,对被告作出的适用美国法的主张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则认为,根据最

密切联系原则,涉案提单的签发、货物的出运都在中国境内,合同的当事人也都是中国法人,本案

应适用中国法。无单放货涉及的问题本质是:承运人在未见正本提单的情形下即将承运的货物

交出,提单持有人无货可提。本案中受案法院将案件定性为涉外合同纠纷无可厚非,根据涉外合

同的“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法律适用规则确定应适用的法律也是合乎逻辑的。
另一方面,在当事人力主案由为合同纠纷的无单放货纠纷案件中,受案法院却对案件作了完

全相反的定性,将无单放货纠纷定性为涉外侵权案件,从而适用了侵权冲突规范,典型案例如“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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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上海海事法院(2003)沪海法商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沪高民四(海)终
字第87号民事判决书。



宝集团广州菲达电器厂诉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案”①(以下简称“万宝集团广州菲达电器厂案”)。
该案历经两审,在当事人主张依据提单条款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将案件识别为

涉外合同纠纷,并援引合同冲突规范,但二审法院将本案识别为涉外侵权纠纷,援引侵权冲突规

范确定法律适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提单首要条款约定,因本提单而产生的争议适用《美
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或1924年《海牙规则》。该约定没有违反中国法律,应确认其效力。

因此,应适用中国法律和有关国际航运惯例。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则认为:本
案系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与万宝集团广州菲达电器厂之间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受
有关侵权法律规范调整而不受当事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和选择适用的法律约束。根据当时有效的

立法,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

在本案中,二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涉外侵权纠纷,选择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属于明显的选法意

外。即便在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就无单放货纠纷进行统一定性之前,根据无单放货的法律关系本

质,二审法院也不应作出如此意外的选法。从法律关系的性质分析出发,无单放货的法律问题是

以提单为形式,具有合同关系和侵权关系的竞合属性。一方面,根据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在法

律关系竞合的情形下当事人可以选择;另一方面,根据国际私法原理,识别适用的法律是法院的

职权行为,应依据法院地法进行。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及当事人均将无单放货纠纷定性为涉外合

同纠纷,将我国法律作为识别依据,且我国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关系竞合时进行选择,此时无

论从何种角度看,二审法院作出的“侵权”识别虽然不违反规则,但是具有极大的“意外”。
出于对无正本提单放货定性混乱的实践问题的回应,为统一裁判尺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明确了识别冲突的解决规则:
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根据这一规则,无单放货纠纷既可

能被定性为涉外合同纠纷,也可能被定性为涉外侵权纠纷,决定于正本提单持有人以何种案由起

诉。这一规则的出现也改变了这一问题的属性,将它本属于合理性尺度内的问题转变为合法性

尺度内的问题,自此以后,受案法院必须按照正本提单持有人主张的案由进行识别,否则即违法。

这也反过来表明,在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则、法官掌握司法裁量权时,属于合理性尺度

内的问题完全可能存在如“万宝集团广州菲达电器厂案”两审法院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立场,由
此导致选法意外问题。在其未转化为合法性问题之前,我国法律在客观上缺乏有效的抑制或解

决问题的规则。

三、冲突法中选法意外规制的理据

在冲突法立法体系中需要建立选法意外规制安排,主要有两个理据:一方面,极端的选法意

外加剧了选法的消极性,使原本就不确定的选法过程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另一方面,现行选法原

则和制度安排难以有效解决选法意外规制所针对的问题。
(一)选法意外的消极效应

选法意外的消极效应从根本上破坏了法律选择的预设。选法意外规制一词意味着法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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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广东省广州海事法院(1995)广海法商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广经终字第

35号民事判决书。



应当落入特定的“意料之中”,这是选法正义的要求。这里的选法“意料”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当事

人的预期,而应当理解为兼容了冲突法方案的逻辑、立法、司法和涉外案件当事人等各方面的选

法意向,是一个综合衡量的立体指标。因此,选法意外的消极效应是对这一具有综合内涵的选法

预设的根本否定。

1.挑战选法的纯粹理性。在解决因涉外私法交往而引起的法律冲突问题的众多方案中,冲
突法方案显然不是唯一和最佳的方案,但无疑是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不可替代的历史抉择,其
瑕疵并不影响冲突法在法律冲突解决方案中的主流地位。冲突法方案的酝酿、成形、确立、发展、

被革命、①重归②与演进,③均有其“纯粹理性”的选法底蕴。尽管法律选择以间接方式进行调整,

已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可预期的透明度,但尽可能维持此种选法的预期性

和预判性,则是冲突法方案的纯粹理性。法律选择的极端意外在根源上是对这一预设的冲击。

2.违背立法的规范理性。冲突法立法是对特定冲突法方案的规范化安排,提升法律适用的

合理性必然通过立法中的抽象原则、具体规则和救济安排予以体现。考察当下各国冲突法立法

的发展趋势,虽然各国立法不尽一致,但在各国法律适用中都逐渐显现出五大共性规则:一是可

自由处分领域的意思自治;④二是不可自由处分领域的密切、更密切、最密切联系;三是一方或双

方当事人的合理期待;⑤四是结果导向的有利于规则;⑥五是作为法律适用救济的法院地法。这

些法律适用规则均有其合理的法律适用预期,不仅将选法意外规制作为其不言而喻的基本要求,

而且还积极地致力于追求更高标准的法律适用可预见性,尽力消除或控制法律选择中的不确定

性。但理想与实践之间不可避免的落差以及立法者的有限理性致使立法及其实践难免偏离立法

目标,出现难以预料的选法意外,诸如引爆美国冲突法革命的“巴布科克诉杰克逊案”⑦(以下简

称“巴布科克案”)的法律选择就在以理性著称的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方案

的影响下作出了意外的选法。可见,因选法意外对立法规范理性的背离而需要选法意外规制安

排来确保冲突法理想在向实践效果的转换中不会出现极端意外。

3.削减司法的实践理性。在选法的纯粹理性和立法的规范理性均强调对选法过程进行必

要的控制、提升选法的稳定性和透明度的前提下,冲突法司法的实践理性应当是在具体案件的选

法中尽可能避免选法意外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许多保障涉外司法的司法解释,综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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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eeSymeon.C.Symeonides,TheAmericanChoice-of-LawRevolution:Past,PresentandFuture,Marti-
nusNijhoffPublishers,2006,p.13.

SeeRosenberg,M.,TheComebackofChoice-of-LawRules,81ColumbiaLawReview,96(1981).
SeeJ.Dolinger,EvolutionofPrinciplesforResolvingConflictsintheFieldofContractsandTorts,283Re-

cueildescours,468(2000).
SeeT.M.deBoer,PartyAutonomyandItsLimitationsintheRomeIIRegulation,9YearbookofPrivateIn-

ternationalLaw,19(2008).
SeeP.E.Nygh,TheReasonableExpectationsofthePartiesasaGuidetotheChoiceofLawinContractand

Tort,251Recueildescours,378(1995).
现代化的冲突法立法通常会针对儿童、被扶养人、消费者、被侵权人以及其他弱者采取结果导向的选法规

则,或者授权法院或者授权弱方当事人在相关法律中进行选择,以获得妥善的结果。SeeSymeon.C.Symeonides,

CodifyingChoiceofLawAroundtheWorld:AnInternationalComparativeAnalysis,OxfordUniversityPress,2014,

p.350.
SeeBabcockv.Jackson,191N.E.2d279,12N.Y.2d473(N.Y.1963).



些规则看,有约必守、准确选法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其中的核心标准。一个理性的冲突法立

法体系和健全的司法实践均应具备这些核心标准。由于冲突法的方案预设和立法安排在逻辑层

面是尽可能消除或避免选法意外,因此极端的选法意外情形最可能发生在冲突法的司法环节。

鉴于影响司法的因素众多且变化无常,许多致使意外发生的负面因素不可预测,有必要在立法中

确立选法意外规制这一兜底安排,以发挥其以不变应万变的过滤功能。

4.减损主体的期待理性。在冲突法的人文关怀中,当事人权益的保障是其焦点。作为冲突

法上特有的保障方式,赋予当事人选法的参与权乃至决策权是冲突法有温度之治的重要呈现。

涉外法律关系主体对法律适用的期待理性也被认为是冲突法得以存在的主要正当理据。① 为提

升冲突法对当事人选法期待的回应度,意思自治这一选法规则有逐渐原则化的趋势。我国国际

私法立法就对当事人法律适用期待给予较为充分的尊重。不仅如此,我国立法还通过赋予一方

当事人以选法权利、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具体化为选法规则等方式,强化当事人的选法期待。此

外,司法解释还要求在外国法的查明与适用中征询当事人意见,尽可能避免出现选法意外的情

形。通过从立法到司法的制度安排,当事人对法律适用的期待成为立法和司法的必要预设。
(二)相关选法原则的矫正不能

由于选法意外规制是在选法合法的前提下针对选法合理性设置的矫正举措,因此所有旨在

确保合法性的立法安排都无法解决选法意外规制问题。只有那些旨在对合理性进行衡平调整的

选法安排才可能与选法意外规制安排出现功能重叠的情形,从而需要进行功能比较以验证在现

行安排下有无新增选法意外规制安排之必要。具体而言,与选法意外规制安排相关的选法原则

主要是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如果此两项原则在冲突法立法中得以确立,那么的确

可以大幅提升法律选择的可预见性、稳定性或透明度,但它们积极的选法功能与选法意外规制安

排通过逆向思维进行反式排除的功能存在定位上的偏差,难以弥补救济因选法意外而出现的不

合理问题的功能目标。

1.意思自治原则的矫正不能。选法意外规制与意思自治虽然相关,但二者在功能上存在本

质差异。意思自治必然排除了法律选择的意外和突袭,因此在存在意思自治的领域和实践中,并
无选法意外规制得以适用的基础。虽然选法意外规制与意思自治在选法的透明度方面均是逐步

提升的,但是选法意外规制安排并不要求达到意思自治的选法高透明度。例如,合同缔结地或履

行地法的适用,对于合同当事人而言是具有可预见性的,但当事人合意选择特定国家法律的适用

对他们而言无疑具有更透明的预见性。然而,选法意外规制的功能不在于此。在当事人意思自

治约定应予适用特定法律的情形下,确保被选择的法律得以适用是意思自治的功能但并非选法

意外规制的目标;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未得到适用并不当然是选法意外规制适用的情形,因为诸如

合同缔结地法、履行地法、标的物所在地法等法律体系的适用可能也是符合立法预设的“意料之

中”的选法,并不属于选法意外的情形。在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法的情形下,对于法律适用的意料

而言至少可分为三大类型,即完全可预期(适用当事人所选之法)、非当事人预期但仍在意料之中

(与案件存在特定关联从而属于立法预设之中)和意料之外(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且无适用的任

何正当理据)。显然,意思自治的功能在于第一顺位的绝对确定性目标,而选法意外规制在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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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最后位序的目标。

2.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矫正不能。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选法意外。根据

常理,当适用的法律与案件存在最密切联系时,就不可能存在极端的意外选法,因此也就无选法

意外规制适用的空间。然而,基于如下缘由,最密切联系原则在立法或实践中有其力所不及之

处,从而产生了由立法确立选法意外规制的必要:(1)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未在立法中将

最密切联系确立为基本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只能在特定领域中发挥作用,①因此选法意外规制

安排就有了适用空间。(2)即便在立法确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法律体系中,仍有部分特殊的法律

关系并不能合理地从最密切联系的角度进行选法设计。例如,适用意思自治和有利于结果导向

的一些法律关系,前者强调当事人合意,即便所选之法与案件毫无关联也仍然合理;②后者强调

特定结果,只要特定结果出现,即便所选法律与案件或当事人仅存一定程度的甚至谈不上密切关

联的联系也仍然合理。此时,选法意外规制就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3)即便在立法上确立了最

密切联系原则的法律体系中,受到司法实践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法律选择的意外也可能发生。

例如,在我国涉外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典型情形之一是法官“错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某一涉

外案件中即便仅有一个因素与中国相关,也将该唯一连结因素牵强地解释为最密切联系根据,从
而以最密切联系之名行适用最不密切联系地法之实。事实上,许多选法意外就是在具有完善立

法的情形下因实践中的异常因素或司法裁量的滥用而出现的,选法意外规制针对此种异常或滥

用情形具有拨乱反正的功效,它不致力于探究司法裁量的主观意图,只在结果上比对所选之法与

客观选法意向之间是否存在偏差以及此种偏差是否构成极端非理性情形,然后根据比对结果来

决定是否纳入选法意外规制的过滤机制中。

总体而言,选法意外规制与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基本处于一体之两面,功能互补

而非互相干涉:选法意外规制在于否定,采取的是负面清单的逆向思维,对所有法律选择的结果

作统一的兜底性、排除性保护;而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均在于肯定,采取的是积极的

正向思维,且通常仅在特定的而非全部领域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领域发挥规范功效。正是路

径的差异决定了它们的功能一正一反,无法相互替代。
(三)司法裁量法律规制的矫正不能

关于自由裁量的法律规制,从作用路径和原理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规则型规制,即通过规

则对司法裁量权的不当行使进行干预;另一类则是裁量型规制,即通过理性的司法裁量及对结果

的再衡量,实现对滥用的司法裁量的自我救济。两种类型的规制均可通过冲突法中最密切联系

原则得到例释,而事实上最密切联系原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给司法者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对它的法律规制安排也具有典型性。

1.规则型规制的矫正不能。以《法律适用法》为例,最密切联系并未被确立为普遍的选法原

则。许多具体法条的确贯彻了最密切联系的精神,特别突出的系属表达式有两种:一是“共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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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一定的分歧。参见刘想树:《论最密切联系的司法原则化》,《现代法学》2012年第3
期;张丽珍:《我国最密切联系原则兜底条款性质之辨:原则抑或规则》,载黄进、肖永平、刘仁山主编:《中国国际私法

与比较法年刊》2020年第2期,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

我国立法允许涉外合同当事人自由选法,不论所选之法是否与合同及其当事人有联系,除非立法另有强制

性限制。



人法”,包括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共同国籍国法等。二是“重叠性”连结点,即通过两个连结点的结

合形成一个选法指向,如在涉外结婚手续的法律适用上,就采取了“一方经常居所地或国籍国+
婚姻缔结地”这样的结合形成的选法系属。连结点的聚集,在法律选择的效果上必然造就法律上

的紧密联系。从效果上看,这种规则型规制较好地通过把连结点具体特定化的技术让最密切联

系原则落地。然而从功能角度看,对司法裁量的规则型规制与选法意外规制安排具有较大差距:
(1)规则型规制的功能属性是积极进取,而选法意外规制则是消极守护。规则型规制是以规则硬

化来收缩自由裁量空间,从而实现特定的立法目标。与之相对,选法意外规制不追求法律适用的

“更合理”或“更密切”,而在于确保“不意外”。如果将合理性视为一个有等级的谱系,那么规则型

规制旨在获得更合理的结果,而选法意外规制的功能则可理解为排除最坏的结果。(2)规则型规

制的有效边界在于有法可依,而选法意外规制安排则是无差别兜底。规则型规制是通过明确具

体的规则对自由裁量进行规制,因此其必然表现为可依之法,这也就将规则型规制的功效局限在

有法可依的特定领域内。简言之,规则型规制在本质上是规则,是特定的一个或一些“点”,而选

法意外规制在本质上是泛在的“面”,即针对所有意外情形进行兜底规制。(3)规则型规制非但不

能预防所有选法意外,反而可能产生选法意外。意外总是相对于特定的期待而言的,规则型规制

也有特定的期待。相应地,规则型规制能够通过选择更合理的法从而排除一些选法意外,但它不

能排除所有选法意外。事实上,一切规则都可能被自由裁量滥用,包括对自由裁量进行规制的规

则。规则型规制的适用本身既可能基于自由裁量的滥用,也可能基于客观上的种种局限而出现

选法目标的落空,甚至产生背道而驰的“意外”,从而它与选法意外规制安排不是处于重叠中,而
是被后者包含。

2.裁量型规制的矫正不能。对最密切联系的裁量型规制是指以可裁量的方式对裁量权进行

规制。这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自我否定式的限制。此类规制主要体现在我国有关涉外合同的司

法解释和零星的现行立法中,这就是更密切联系的“逸脱条款”。对于当事人没有选法时如何适

用最密切联系原则,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

干问题的规定》采取的就是典型的否定之否定式三段论:首先,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其次,在
通常情形下,司法直接推定各有名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法的具体指向;最后,如果案件显示存在

一个与合同更密切联系地法时,那么应从上述第二顺位的法律适用中“逸脱”,适用该更密切联系

地法。在这一规则安排中,司法推定作为第一次否定,是对自由裁量的规则型规制;更密切联系

地法的“逸脱”作为第二次否定,则是对自由裁量的裁量型规制。在裁量型规制中,法官需要再次

动用自由裁量权,对何谓更密切联系地法、如何判定更密切联系,以及是否存在相对于司法推定

的法律而言的更密切联系地法等问题进行判断。这一判断过程对于法官而言并无明确的规则可

援引,唯有诉诸自由裁量并根据个案进行判断。但现行裁量型规制无法取代选法意外规制的功

能,理由在于:(1)裁量型规制是取舍兼备的规制,选法意外规制则是意在否定选法的裁量型规

制。进取型的裁量规制与规则型规制一样,容易从意料之中走向“意外”,需要选法意外规制安排

进行过滤。(2)从我国现行有效的制度安排看,我国立法未确立选法意外规制或具有相当功能的

裁量型规制安排。从《法律适用法》和其他冲突规范立法看,其立法重心在于积极的选法进取一

面,其潜在的表述词是“要这样”,或者“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而对于放弃、否定的消极守护一面

而言,则缺乏立法关怀,仅有公共秩序保留之类的制度,并且“逸脱条款”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

我国立法与实践中最终都是有“破”(排除)有“立”(适用法院地法)的。正是由于此两类制度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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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因此在实践中因果倒置的情形常有发生。立法中的进取型规定本无可厚非,然而,在立法

解决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进程中:一方面要磨砺出更精细的选法条款;另一方面则应在众多进

取型立法条款的背景下,凸显在公共秩序保留之外引入具有战略意义的守护型条款即选法意外

规制安排的重大布局意义。(3)公共秩序保留作为消极型裁量型规制,仍然不能替代选法意外规

制的功能定位。公共秩序保留通常仅捍卫法院地法的公共利益。选法意外规制原则捍卫的是既

超越法院地法又包含法院地法在内的各国立法的“不意外”这一最低限度理性。
综上所述,针对选法意外这一独特问题,选法意外规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选法过滤功效。选法

意外是完美的立法理想向不完满的司法实践转换时形成的误差,对法律选择产生了深重的、多维

度的消极效应。尽管存在部分相关联的选法原则与制度安排可针对特定情形的选法意外进行偶

然和有限的附带矫正,但针对性救济唯有在立法中确立起选法意外规制安排并与公共秩序保留

制度相匹配,才能发挥其应有的选法意外规制功能。

四、冲突法中选法意外规制的功能

为进一步明确选法意外规制的性质及其功能,可在如下几对范畴之间进行衡量和把握。
(一)理法之间:极端选法的排除

选法意外规制问题不解决合法性问题,只解决合理性问题,是在合法性尺度内对合理性问题

进行的救济。当一个涉外案件的法律选择涉及与法不符的问题时,并无选法意外规制的空间,只
需依法纠正即可。

1.选法意外规制不解决合法性问题。选法意外规制只解决合理性问题。“裴某一与裴某二

等涉外遗嘱继承纠纷案”①涉及的是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相关的合法性问题,由于该问题不属于选

法合理性问题,因此不属于选法意外规制的纠错范围。该案涉及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一审

法院按照当事人的意思适用我国法律。被告裴某一提起上诉认为:依据《法律适用法》,本案纠纷

应适用外国法律,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将案件是否适用中国法律作为庭审焦点,并
作如下判决:《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法律明示选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8条规定当事人援引同一法律且均无异议的,可以认定当事人选择了适用的法律。在原审过程

中,当事人在进行诉讼请求和答辩时均选择适用我国法律,同时也没有对原审法院适用我国相关

法律审理本案有异议,据此,原审法院适用我国法律审理本案是可行的,故驳回上诉请求。为更

好地透视本案,需要把握我国法律选择的立法背景。根据《法律适用法》第3条的规定,作为冲突

规范的意思自治在我国立法体系中只能是“法有规定方允许”,与私法中作为实体规范的意思自

治在我国立法体系中的“法不禁止即允许”的适用方式是完全相反的立法设置。相应地,《法律适

用法司法解释(一)》第8条的规定是以法律允许意思自治为前提的。然而,本案涉及的法律适用

是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立法并未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进行选法,无《法律适用法》第3
条与《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8条适用的空间。因此,本案中的法律选择结果虽然属于偏

离立法意向的选法意外,但是因其违背我国立法规定,故可根据《法律适用法》第32条、第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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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改正,非属选法意外规制的情形。

2.选法意外规制不解决一般不合理性问题。在关于有利于弱者的有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

适用时,如关于涉外扶养或监护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可适用一方当事

人经常居所地法或国籍国法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或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这里至少涉及4个

法律体系,对于涉外扶养而言还有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可供选择。在这些可供选择的法律体系中

可能存在多个有利于弱者的法律,只不过有利程度不同。在逻辑上,这些法律体系从是否有利的

定性角度看至少有3种类型,分别是:不利、有利和无利益的情形。如果进一步分析,关于有利的

程度还存在定量的差异,这就是相对有利、更有利或最有利。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可能涉及的两

种选法适用情形均与选法意外规制无关:一种是法律适用定性上的问题,这就是本应适用有利的

法,但司法者适用了不利的法或无利益的法,此时对此种选法的矫正就不是选法意外规制的适用

情形,而属于违法矫正。另一种是法律适用定量上的问题,即法官可能并没有选择适用更有利的

法或最有利的法,而是选择适用了相对有利的法。此时,也不属于选法意外规制的适用情形,该
原则并不是要积极确保最有利的法律得到适用,因为虽然这些有利的法律有利程度不同,但是在

有利的性质上是等同的,所以无论适用其中何种法律,都不属于法律适用的“意外”之列。

3.选法意外规制解决极端不合理性问题。法律选择的不合理性从程度上还可分为一般不

合理性与极端不合理性。选法意外规制是一条守护合理性底线的原则,它并不针对一般不合理

性进行限制或否定,而是针对极端不合理性的情形进行排除。例如,在涉及三个或更多法律体系

的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中,一方当事人主张适用甲国法,另一方当事人主张适用乙国法,法官

在庭审中如果对适用丙国法作出过程度不同的提示,就甲乙丙三国法的适用征询过当事人的意

见,那么即便双方当事人对丙国法的适用并无预期,甚至在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其中甲国法

或乙国法的情形下,法官在统筹考虑后最终选择适用丙国法裁决案件,此种情形尽管存在合理性

减弱的问题,但不能据此援引选法意外规制否定或排除丙国法的适用。但是,当法官在庭审中、
当事人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均未对冲突规范所列示的选项之一即丁国法的适用作出任何陈述或

声明时,如果法官最终选择适用丁国法,那么应视为一种极端不合理的法律适用意外情形。丙国

法的选择属于一般不合理性,不应启用选法意外规制进行否定;丁国法的选择属于极端不合理

性,理当启用选法意外规制予以排除。换言之,选法意外规制不解决法律选择的可预见性问题,
只对极端不可预见性进行排除。

(二)正反之间:选法的反式

所谓选法的反式,是指选法意外规制不解决积极合理性问题,只解决消极合理性问题。区分

二者的根本标准是:选法是旨在对合理性进行正面提升或增强,还是对不合理性进行反面抑制或

消除。在此种选法的正与反之间,法律适用的选法意外规制应当是反式选法,即消极地确保不出

现极端不合理选法情形。其涉及的是合理性的底线保留问题,是对合理性采取的反向控制。在

司法实践中,法官或当事人时常会在具有可选择性的若干个法律体系中、于立法规定的条件或理

由之外,另行附加选法理由,力图增强选法的合理性,此类行动均不是选法意外规制这一反式选

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在适用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时,法官可根据自由裁量权适用法律。实践

中,法官在选择法律时通常还会附加一个或多个选法理由,如有利于弱者、当事人合意、更密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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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①等等。这些增强的选法理由都是关于合理性若干形态的不同维度,尽管关注点不同,但它

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合理性主张。但选法意外规制并不积极确立一种合理

性标准,它是从消极角度对极端意外的法律选择进行排除。
(三)攻守之间:选法的守式

选法意外规制不在于积极建构而在于消极控制,通过避免极端性选法意外来确保法律选择

最低限度的合理性。因此,在功能和本质上,选法意外规制类似于法律选择的“逸脱条款”②,它
是对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法律选择合法结果的否定,可理解为对选法结果的“逸脱”。然而,与冲突

法中的更密切联系等“逸脱条款”相比,选法意外规制有其不同之处,即它对所选法律在否定之后

适用何种法律不持立场,需要法官另行选法。简言之,否定极端意外选法是选法意外规制的全部

目的。而在通常的冲突法“逸脱条款”的适用中,对法官所选法律的否定只是手段或过程,对另一

更密切联系或更合理的法律的选择,才是此类“逸脱条款”的选法目标。由此可见,选法意外规制

在法律适用功效上仅限于消极守护。而通常的法律选择“逸脱条款”和其他一些合理性增强的标

准,如可预见性、密切联系、有利于弱者等标准,则是先破后立,适用更密切或更好的法才是其

目标。

综上,所谓冲突法中的选法意外规制,是指在法律选择的合法性范围内,针对法律选择中的

极端不合理情形,建立一种消极的选法“排除条款”,旨在确保法律适用的不意外。它与法律选择

的“逸脱条款”构成法律适用合理性的两极:前者确保最低限度的合理性,后者追求最高程度的合

理性。

五、冲突法中选法意外规制的方案

长期以来,大量的涉外民商事关系缺乏统一实体规范的调整而不得不按照冲突规范进行间

接调整。间接调整与选法意外规制安排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在不可或缺的方案中,它虽非最

佳,但必定排除了最坏的安排。冲突规范调整的间接性,埋下了选法过程中不确定性、非预见性

的“伏笔”,选法意外即是此种“伏笔”的一种极端表现。因此,不应将选法意外视为冲突规范调整

的对立面,它是冲突规范调整中的伴生物。可以说,意外选法与最佳选法一样,均系冲突规范选

法谱系中若干选法形态之一,并构成这一选法谱系的两极。这一逻辑决定了冲突法与选法意外

是无法切割的共生形态,对此应当通过构建选法意外规制方案来抑制选法意外的消极影响。鉴

此,选法意外规制方案可归结为“一原则、两制度、多规则”的体系化抑制方案。
(一)选法意外规制的原则化

在《法律适用法》的总论部分确立选法意外规制的原则。根据法理,一法之原则具有普遍的

规范功效,可以在有法可依时作为修正规则,在无法可依时作为填补规则,在立法留白处作为解

释指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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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法意外规制的制度化

冲突规范的适用往往为一系列制度所支撑和制约。选法意外规制,不仅应予以制度化,主要

作为制约性制度对法律选择的结果进行过滤;还应作为普遍的制度存在,在法律适用前接受选法

意外规制原则的过滤审查,只要存在选法意外,不论所适用法律的内外属性如何,都应根据选法

意外规制原则予以排除。因此,选法意外规制作为冲突规范的一种适用制度,应安排在法律选择

之后。具体考察法律选择过程,识别、法律规避禁止、反致等制度均位于选法结果择定之前,而外

国法查明、公共秩序保留则是在选法结果择定之后、针对所选之法实体内容的操作。鉴此,选法

意外规制制度作为冲突规范制度应位于外国法查明与公共秩序保留之前。它只对法律选择结果

是否意外进行审查,并不涉及对所选之法的内容进行审查。与此同时,还应增加选法释明制度。
在现有的释明机制下,增设法律选择的释明安排。在庭审调查与辩论中,针对识别这一影响法律

选择的制度确立抑制规则,增加法官的释明义务;针对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等产生选法意外的

情形,法院应将其拟适用的选法规则及所选之法的适用进行释明,特别是存在法院拟采取的与当

事人主张适用的选法规则和实体规则不一致的情形时,尤其应进行释明提示,并充分征询当事人

的意见。
(三)选法意外规制的规则化

针对可能导致选法意外出现的关键环节,根据其最可能发生的路径,可主要拟定如下选法规

则:(1)在明确识别依据为法院地法的基础上,对于法律关系竞合的,原告可以选择案由,法院应

依其案由进行识别。若有背离,则必须尽到充分释明的义务。(2)将穷尽选法选项作为建立法院

地法兜底救济的前提条件。不论是外国法无法查明或查无规定,还是基于公共秩序保留,对于法

院地法的兜底救济应作置后适用。这就是在存在诸如“A法>B法>……>X法”阶梯选法结构

的系属安排时,应建立法院地法兜底适用前的选法穷尽规则,不得将法院地法插入选法阶梯的中

间,或者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废置阶梯选法中的后位选法选项之适用。(3)为选法意外规制规则排

除选法结果之后的法律适用确立救济规则。选法意外规制规则是消极排除,它无意于为特定法

律的适用建立积极的指引,也不应当将其等同于公共秩序保留或法律规避禁止制度,径直适用法

院地法进行填补。客观上,选法意外规制规则既然是对选法意外的排除,也就意味着必然存在某

一个或某一些意料之中可供适用的法律。因此,选法意外规制规则排除选法之后,应按照相关选

择规则另行选法,但选法意外规制规则对此不预设立场。例如,在“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这一

选法安排中,倘若当事人所选法律无法查明或查无规定,或因公共秩序保留被排除,此时若法院

决定适用法院地法,则应根据选法意外规制规则进行过滤后予以排除。排除之后,法院应另行按

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应适用的法律,而并非当然适用法院地法。(4)应明确将选法意外规制过

滤作为法官确定准据法时的必需的审查过程,将其作为依职权行使的职责,避免选法意外规制安

排在实践中落空。同理,在上诉审中,选法意外规制审查也应纳入上诉法院的必审步骤。在冲突

法的适用制度中,并非各种制度在每一案件中都必须适用,如法律规避禁止制度、公共秩序保留

制度等,此类制度决定于个案的实际需求。但选法意外规制审查应无一例外地纳入所有涉外案

件准据法的最终确定中,因为不论准据法是否属于法院地法,选法意外在逻辑上都有发生的可

能。鉴此,为硬化准据法选择的选法意外规制审查,可在规则层面将其明确确立为法官必须履行

的职责行为,并在裁判文书中对选法意外规制审查过程进行说明,上诉法院也应依职权进行选法

意外规制的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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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尽管法律选择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遇到极端的选法意外就只能被

动接受。如果我们能够记住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指引下的“巴布科克案”一、二审判决中的

准据法选择意外,那么无论是后美国冲突法革命时代对规则的回归,抑或是欧洲冲突法重拾修正

的萨维尼主义,①我们都应该牢记如下教训:选法意外仍然是冲突法不变的处境。要突破这一处

境的桎梏,需要构建由原则、制度与规则构成的三位一体的选法意外规制方案,多层次、多维度、
多路径地对选法意外予以抑制,为冲突法不确定的选法轨迹过滤掉可能的极端意外。一言以蔽

之,从冲突法的“背面”捍卫其理性之治,以否定态度排除最坏的意外选法,从而将法律选择的最

终结果锁定在最不坏的选项之中,选法意外规制即为最不坏。

Abstract:UncertaintyistheinherentcharacterofConflictofLawsasanindirectadjustment
method,whileunexpectationoflawchoiceisanextremeformofuncertainty.Theexistenceof
legislativegap,unclearlegalrulesandjudicialdiscretionistherealisticbasisofunexpectationof
lawschoice.AstheirrationalresultoftherationalgovernmentofConflictofLaws,theunex-

pectationoflawchoiceislegalbutunreasonable.Theunexpectationoflawchoiceshouldbereg-
ulated,becauseitchallengesthepurerationalityoflawchoice,violatesthenormativerationality
oflegislation,reducesthepracticalrationalityofjudicature,anddiminishestheexpectationra-
tionalityofsubjects.Becausetheunexpectationoflawchoiceislegal,itcannotbeeffectively
correctedbytheexistingarrangementstodealwiththeproblemofillegality.Becauseofitsu-
niqueness,itcannotbeeffectivelyrelievedbytheexistingarrangementsdesignedforrationality
.Inordertoexcludetheextremelawchoiceandeliminatethemostunreasonableresultoflaw
choice,itisnecessarytoconstructtheregulationschemeofunexpectationoflawchoice.Unex-

pectationoflawchoicehasasyn-bioticrelationshipwiththeConflictofLaws,sotheycannot
becompletelyseparated.Therelativelyreasonableandrealisticwayistorestricttheunexpecta-
tionoflawchoicefromthethreelevelsofprinciple,systemandrule,bywhichblockingar-
rangementofunexpectationoflawchoicecanbecomprehensivelyconstructed,andthelessbad
optioncanbelimitedintothelaw-choiceresultofConflictof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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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SymeonC.Symeonides,Choice-of-LawRevolution:Past,PresentandFuture,MartinusNijhoffPub-
lishers,2006,p.425.


